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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lassifies human capital as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faith capital” and points out that 
“faith capital” is a kind of ideology capital and that its role is to activate “intellectual capital” so as 
to reduce the incentive costs. At the same time, “faith capital” also provides driving force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has great positive externality of reducing opportunism 
behavior and social transaction cost.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 “faith capital” in human capital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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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把人力资本分为“智力资本”与“信仰资本”，指出“信仰资本”是一种意识形态资本，其作用就

是激活“智力资本”，从而降低激励成本；同时“信仰资本”还为“智力资本”的积累提供动力，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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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淡化机会主义行为，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巨大正外部性。因此，研究人力资本中的“信仰资本”，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人力资本，智力资本，信仰资本，人力资本投资 

 
 

1. 引言 

通常人们认为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的，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寓寄在劳动者身上并能够

为其使用者带来持久性收入来源的劳动能力，是以一定的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为表现形式的非物质资本，

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以及体力等构成了人力资本。我认为这种观点遗漏了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内涵，即

劳动者对待工作的态度，它取决于劳动者的信仰，也是需要投资才能形成的。因此，我把人力资本分解

为“智力资本”和“信仰资本”两个方面，“智力资本”是指个人所拥有的科技知识、管理知识、劳动

技能和工作经验等；而“信仰资本”则是一种意识形态资本，包括人的理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

道德观等，其外在表现为人的敬业、合作、诚信、奉献等。 
与物质资本不同，人力资本中的“智力资本”要发挥作用，必须被激活。而激活的方式有二：一是

制度激励(外在激励)，二是“信仰资本”激励(内在激励)。制度激励是顺着人的生物本能进行的，其理论

基础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而“信仰资本”激励则往往是逆着人的生物本能进行的，是对自我的超越，

是一种自我约束或自我激励。当然，这两种激励的效果和代价是有很大差异的。人力资本中的“信仰资

本”的作用就是激活“智力资本”，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激励成本；同时“信仰资本”还为“智

力资本”的积累提供动力，并具有淡化机会主义行为，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巨大正外部性。然而，迄今

为止人们对“智力资本”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甚至把它作为人力资本的唯一内涵，并认为它能够自动

发挥作用，从而忽略了对人力资本中“信仰资本”的研究，其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研究的路径依赖和概念

分裂。 

2. 沿革 

人力资本研究起源于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到配第、布阿吉尔贝尔、斯密、李嘉图、

萨伊、穆勒、屠能、李斯特，再到马歇尔、菲歇尔、斯特鲁米林、沃尔什、明塞尔、舒尔茨、贝克尔、

丹尼森、奥迪奥恩、利克特、弗拉姆霍尔茨、卢卡斯、罗默等西方学者都是从经济增长的宏观层面以及

人力资本中“智力资本”的形成、企业人力资源会计核算与管理的微观层面来研究人力资本的。在西方

经济学家的研究中，人力资本(包括智力资本和体力资本)像物质资本一样，似乎无须激活就能发挥作用，

或者就像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一样，假设人力资本天然就处于激活状态；而在西方管理学家的研

究中，则认为制度激励(外在激励)是激活人力资本的唯一途径，从而顺着人类的生物本能(需要层次)，发

展出了大量的激励理论与方法，而且这些方法往往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同时成本也十分可观。正所

谓“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受西方人力资本传统研究路径的影响，我国人力资本

理论研究也没有跳出西方学者的上述研究框架。 
在我国，由于长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国学者认识到精神对物质的巨大反

作用，认识到理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由后天教化形成的因素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

然的精神力量，是与物质生产力相对应的精神生产力。然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在我国却一直被局

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党建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在概念上与人力资本研究相分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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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这种分裂，我国的意识形态资本投资一直效果欠佳。 
我认为，人力资本是由“智力资本”和“信仰资本”两种资本构成的，它们的形成都是需要长期投

资的。本文就是要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纳入到人力资本的研究框架中，以解决知识工作者的工作难

以监督和制度激励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 

3. 综述 

与我提出的“信仰资本”概念相似但不相同的一个概念是“精神资本”。国内外学者在“精神资本”

领域进行过许多研究。 
“精神资本”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来的，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1841)

一书中首次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两种。所谓“物质资本即生产中的物质工具”，而“精
神资本即个人所固有的或个人从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得来的精神力量和体力”。他对“精神资本”的解释

是：“各国现在的状况是在我们以前许多世代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累积的结果，这些就是

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通过促进本国工业的政策，就可以把大量国外的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吸引到

本国来。”[1]。西尼尔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也说：“就我们现在的文化状态而言……我们智力和精

神的资本，不但在重要意义上，甚至在生产力上，都已超过有形资本。”他在考察当时爱尔兰经济落后

的原因时指出：“爱尔兰物质上的贫乏是由于它精神和智力上的贫乏，是由于它在精神和智力上没有能

获得充分发展。”[2]。显然，李斯特和西尼尔所定义的“精神资本”是指人类的精神遗产——各种知识，

与其他经济学家所提出的人力资本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也就是我所说的“智力资本”。 
麦塔(Mehta, 1976)从全体人口的角度对人力资本给出了定义：“人力资本可以广泛地定义为居住于

一个国家内人民的知识、技术及能力总和；更广义地讲，还包括首创精神、应变能力、持续工作能力、

正确的价值观、兴趣、态度以及其它可以提高产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3]。这是最早把价

值观和态度等纳入人力资本概念的定义。然而该定义没有把“智力资本”与“信仰资本”区分开来，而

是混为一谈的，从而没有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国内唯一系统研究“精神资本”的是某省军区副司令员张天富少将，他的《精神资本》一书由浙

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出版。他对“精神资本”的界定比较宽泛：“它是人们在认识、顺应、运用自然，

创造价值和财富过程中主观世界的能力，或者说是精神的力量”，“我们可以把人们在创造价值和财富

过程中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即主观世界的力量统称为精神资本。……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精神资本，不是

经济学理论模型里的概念和特指，而是对人们主观世界力量的泛指”。“精神资本是由人的精神因素的

作用形成的，如意志、情感、性格等，它大体相当于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情商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精

神资本”包括八个方面的因素，即意志、品质、性格、心理、情感、创造力、判断力和交往力；“精神

资本”的形成有赖于遗传、教育、培训、经历和实践等五大因素；“精神资本”具有私有性、难以量化

性、普适性、渐进性和不可分割性等五大特性。张天富没有从学术上系统论证“精神资本”，而是用古

今中外的大量事例去体现它的存在。“大到国家与民族的振兴、领袖治国、将帅统兵之道，小到企业家

经营能力、推销员的推销技巧，甚至一个农夫的耕作本领，都可以作为认识和研究精神资本的范围。”

[4]。可见他与麦塔一样没能区分我所谓的“智力资本”与“信仰资本”。 
显然，无论是李斯特、西尼尔提出的“精神资本”，还是麦塔、张天富提出的“精神资本”，都与

本文所要研究的“信仰资本”在概念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仅指“智力资本”，后者则是强调人的综

合素质。 
在哲学家邹哈和心理学家马歇尔发表的论著中也提出了“精神资本”的概念。认为它为人类提出了

行为动机的最终目标和终极价值体系。“精神资本”的宗旨在于让人们从内心里迸发出一种对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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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工作的热情和激情。保持明确的工作和生活目标，积极的人生态度，与人真诚交流、沟通的愿望，

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人生目标。“精神资本”也被称为“魂商”。魂商使我们对内心的核心价值、生活

的终极目标、人生的意义所在保持清醒的认识[5]。Spero，Sermabeikian，Carrol 将“精神资本”定义为

“……与任何能够给个体带来生命的意义感、目的感、使命感的终极力量的关系，这种关系会在个体身

上产生可见的影响，例如利他主义、爱、宽恕等等果实”。它为人类提出了我们行为动机的最终目标和

终极价值体系[6]。罗卫东也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精神振奋、意志坚强、以苦为乐的那名工

人肯定会有更好的业绩。这仅仅是因为他的信仰、世界观等支持的精神素质好于他人。如果说人力资本

是人的体能、智能和技能的总和的话，则“精神资本”就是人的精神气质、心理素质、工作与生活的道

德品行、对他人和环境进行判断的价值观的综合体。如果说物质资本的运用离不开人力资本的话，那么

人力资本的运用也不能离开“精神资本”。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精神资本”三者相互结

合而发生的[7]。我国学者林毅夫、程恩富、韦森、盛洪、汪丁丁、庄子银等分别从文化价值观、习俗、

经济精神、心理状态、企业家精神方面论述了精神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8]。可见他们都把人力资本等

同于“智力资本”，而把“精神资本”独立于人力资本，把精神因素直接对应于物质因素，没有厘清“精

神资本”与“智力资本”的关系，似乎二者是可以各自独立发挥作用的。这样他们就无法区分“精神资

本”与物质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而我的研究是把“信仰资本”对应于“智力资本”，把人力资本(包
括“信仰资本”和“智力资本”)对应于物质资本的。“信仰资本”的作用就是激活“智力资本”，并为

“智力资本”的积累提供动力，使之与物质资本共同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换句话说，“信仰资本”是

不能独立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的。 

4. 流派 

研究“精神资本”的有关学者大体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从宗教社会学领域来探究的，把“精神资本”

等同于宗教资本。他们认为“精神资本”是一种特定的宗教文化，是参与某宗教传统而产生的影响和力

量，就是宗教信仰。另一派是从非宗教领域来探究的，把“精神资本”视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就是人

对于高尚生活目标、特定理想的追求，或是精神实践所产生的社会理想、价值理念、精神动力等，侧重

广义的高尚精神追求所产生的资本[9]。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同意“精神资本”就是人与神的联系程度；没

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认为“精神资本”是人对于高尚生活目标或特定理想的追求程度以及对道德的持守。

我分别称之为宗教信仰派和追求高尚派。 

我认为研究“精神资本”的两派中，宗教信仰派的投资行为值得借鉴，也适用于大多数人；追求高

尚派的投资行为不具有普适性，只对少数人有效。宗教信仰的对象——神——永生不死、万古不变，经

书也是不变的，不搞与时具进，它以不变应万变，这样才有利于教化。而追求高尚派为了功利的目的，

其核心价值观一直在与时具进，使人们难以把握，没有提出稳定的让人永生难忘的核心价值观。 

宗教为理性人实现效用最大化提供了一种神圣的途径。如何追求效用的最大化？主要是通过转化。

转化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是把人对物质世界的欲望转化为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二是把人在现世的执着

转化为对来世的虔诚。人在现世行善，来世就可上天堂；人在现世作恶，来世就会下地狱。这是一个跨

期选择的问题。人的效用来自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物质效用与精神效用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因为物质

产品与精神产品都满足稀缺性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宗教通过将人在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之间效用的重

新配置，为人生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提供了一种产品组合方式。另外，人生效用的最大化是指人一生总效

用的最大化，而不是局部和短时的最大化。宗教通过将现世的效用转化为来世的效用，即通过效用的时

间配置为一部分人提供了一种解脱方式[10]。 
“在美国、加拿大，社会道德有很高的水准，整个社会高度文明，大多数美国、加拿大人正直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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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无私，热情开朗，思想单纯，乐善好施，富有爱心，很多普通的美国人每天就是兢兢业业的工作，

生活也很规规矩矩。美国、加拿大人具有较高的文明素质、公民素质和自我管理、自主管理能力。美国、

加拿大政府没有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的倡导机构，但社会的道德文明程度却不低，这其中与西方宗教文

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宗教是美国、加拿大社会最基本的个人精神信仰和社会道德的源泉。许多美国人

认为，只有敬畏上帝的人，才会在世上规矩、诚实、恭敬地做人；不怕上帝的人，则极可能胆大妄为，

自我膨胀，为所欲为，并最终陷入罪恶。因此，美国人用上帝的威慑力量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规范自

己的道德操守。另外，美国人一生中最重大的几件事——出生、成年、结婚、死亡，都由宗教提供习俗

与礼仪，体现出宗教对个人的作用贯穿其生命始终。”[11]。 
显然，宗教信仰派的“精神资本”投资行为更贴近寻常百姓，易为人们所接受，值得借鉴；而追求

高尚派的“精神资本”投资行为钱没有少花，效果却令人堪忧，甚至会产生两面人，因为它无法做到激

励相容。 

5. 结论 

综上所述，我研究的结论是： 

5.1. 研究人力资本中的“信仰资本”具有现实意义 

1) 按照人类的生物本能，人的物质欲望是无止境的，顺本能的制度激励代价将越来越高，否则就会

发生激励不足的现象，因为外在的制度激励是边际效用递减的。相比之下，逆本能的“信仰资本”激励

具有边际效用递增的功效，将更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换句话说，由于知识工作者的工

作难以监督，制度激励成本居高不下，从外部激励转向自我激励将大大节约激励成本，降低全社会的交

易费用。 

2) 知识经济时代就是“智力资本”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时代，用“信仰资本”激活“智力资本”，

能大大降低激励成本，且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色，意义更加重大。 
3) 同样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制度激励只能使人们被动满足最低工作要求，按酬付劳；而“信仰

资本”激励能使人们在工作中主动追求更高的标准，变“要我干”为“我要干”。 

4) “信仰资本”可以克服 X 低效率和搭便车行为，还可以使人们即使在一次性(或最后一次)博弈中

也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摆脱囚犯窘境。 
5) 对“信仰资本”的研究将会为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一个新的发展空间，此外它还具有很宽的

拓展空间和应用范围，如解释具有巨大正外部性的牺牲精神、利他主义、宗教信仰、道德正义、诚信行

为、民族认同、环境与资源保护，等等，同时也为其相反方面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思路，可以通过降低

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来降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本，提高执政能力。 

5.2. “信仰资本”的形成依靠投资 

信仰有心理、道德、意识等不同的存在形态。从性质上看，“信仰资本”乃是一种心理能量，它通

过特定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品行、意志力和激情等精神状态表现出来。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的东西，

“信仰资本”既有受物质条件决定的一方面，又有相对独立和反作用于物质条件的一方面[6]。 
在人力资本投资上，对“智力资本”的投资随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增加；对“信仰

资本”的投资则相对稳定，并非与时俱进，因为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

具有各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变化并不大。 

对“信仰资本”的投资可以改变理性人的效用函数，重塑其偏好，从而改变其对行为的预期成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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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的评价，并最终改变其行为选择。“信仰资本”投资包括外部投资和自我投资，前者是生产性的投

资，如家庭教育和各级组织开展的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精神激励等，要求有收益或回报（包括对社

会产生正外部性）；后者是消费性的投资，意在满足自我的精神需求，如通过陶冶情操和自我思想修养，

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

人民的人”。无论其表现形式是什么，“信仰资本”投资在本质上都是为了获得未来的收益流，包括物

质的和精神的收益流。 

5.3. “信仰资本”是一种意识形态资本 

“信仰资本”是社会意识形态在个人身上的反映。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与对制度特别是对交易关

系是否正义或公平的判断相联系的，是一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并被一种

世界观所引导，从而使得决策过程简单明了。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

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其基本目标是：使个人摒弃个人私利和对个人成本-收益的简单算计，为社会集

体行动注入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寻求社会稳定的灵丹妙药。 

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

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

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做出选择的结果。”[12]。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思想，

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人的利他行为，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需要超越个人主义的成本-

收益计算原则，他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

用函数。 

维持现有秩序的成本与现存制度的明显合法性有关，而合法性由意识形态来巩固和证明。如果公民

相信制度是合理的，即使从私人成本-收益的算计角度看，遵守现存制度和规则是不合算的，人们也不会

去违背它。从而，维持现存制度的成本便会降低。诺思强调，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

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约束，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

为经济。在现实世界里，个人行为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协调。例如，“如果每个人都相信私人家

庭‘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可以在室内无人而门不闭户的情况下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毁或被盗。如果一

个美丽的乡村被认为是公共‘物品’，个人就不会随便扔抛杂物。如果人们相信政治民主的价值，他们

就会把投票当作一项公民的义务来履行。为了所有者的利益，劳动会勤勤恳恳，管理会兢兢业业；契约

就会像在法律上那样，同样在精神上受到尊重。”[13]。思想教育的作用便是形成一套意识形态，将上述

“如果”变为现实。它直接并反复灌输一套价值观，并使之进入人们的效用函数，进而影响人们的选择

行为。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因此，统治者常常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

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 

诺思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约束作用，可见他是承认有限理性假设的，即经济人只能在特定的制

度环境约束中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他也承认机会主义假设，但他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

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人类的利他行为和克服了“搭便车”的大集团行动就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影响。

当然，意识形态最终也是为了特定的利益，是带有利益目的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是为了使收益最大化，

“好”的意识形态能降低社会运行的费用。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大多宣扬儒家意识形态，用各种方式向

人民灌输儒家思想，其目的正在于降低统治成本，增加自身收益[14]。 
作为意识形态资本的“信仰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慢变量，是通过家庭、学校、组织和社会长期始终

一贯地反复教化与灌输以及个人的自我修养逐渐积累起来的，即“信仰资本”投资与“智力资本”投资

一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持之以恒，才能对人的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短期内还要靠正式制度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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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这个快变量来调整理性人的成本与收益，使其在利己的同时有益于社会。 

总之，人力资本包括“智力资本”和“信仰资本”，其中“信仰资本”通过特定的人生观、价值观、

道德品行、意志力和激情等精神状态表现出来。由于在激活“智力资本”这一点上，“信仰资本”与激

励制度之间具有替代性和相容性，知识工作者往往同时受到来自这两个方面的激励，只是比重因人而异，

而且用“信仰资本”激活“智力资本”能大大降低激励成本，因此，研究人力资本中的“信仰资本”犹

如研究受控核聚变，意义更加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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